
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理论的中国化建构 

本文原载于《上海艺术评论》2018年第 4期 

 

作者简介： 

何艳珊，现就职于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音乐学博士，毕业于中央音乐学

院，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音乐艺术展开美学分析和思考的

音乐学家以苏联的克列姆辽夫和波兰的卓菲娅·丽萨等东欧音乐学家为代表，而

在国内则以于润洋先生为代表。克列姆辽夫和卓菲娅·丽萨等人从马克思主义唯

物论观点出发，认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是由其独特的物质构成材料，即声音所决

定的。音乐中的声音不同于语言文字，它无法直接传达思想情感，只能对思想情

感的运动状态进行模拟，这就决定了音乐艺术的“非语义性”，这是音乐不同于

文学、诗词、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这一结论目前已经被广泛

写入国内的音乐美学教材，并成为音乐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于润洋

先生曾留学波兰，师从卓菲娅·丽萨多年，其学术思想可看作上述研究的进一步

发展。于先生在音乐艺术特殊性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音乐艺术的“二重存在方式”

观，即“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

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这二者处于一种

辩证统一之中，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1于润洋先生的“二重存在方式”观

在卓菲娅·丽萨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辩证法的因素，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

主义音乐美学理论的发展。下面笔者就在于先生“音乐艺术二重存在方式”的基

础上“接着说”，从传统音乐美学角度提出“音乐艺术的三重存在方式”，以此进

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理论。 

在传统音乐美学中，音乐艺术可以划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音

乐审美和音乐批评也相应分为“审声”、“审音”、“审乐”三个层面2。其中“声”

指的是音乐作品的物质材料，也即卓菲娅·丽萨所说的“非语义性”的声音；“音”

是在物质材料基础上加入了主观的因素，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也就是于润洋先

生所说的“二重存在方式”；“乐”对应着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审美境界，这是

音乐艺术的“第三重存在”，传统音乐美学称之为“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虽

然传统音乐美学中的“审声”“审音”“审乐”采用了不同的学术语言，但在原理

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在“审声”的层面，传统音乐美学讲

究“有无相生”、“虚实相生”，这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就是“有无”、“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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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间的辩证法；在“审音”的层面，传统音乐美学注重“意象”的营造，“意”

对应主观意识、“象”对应客观形象，“意象”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意识与

物质的辩证统一；在“审乐”的层面，传统音乐美学强调“以艺求道”，通过音

乐技能的训练超越心物的二元对立，使个人实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这

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实践论和方法论。由此可

知，研究传统音乐美学理论对于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从事音乐艺术创

作和表演实践是具有直接参考价值的。 

首先，“审声”层面的“有无相生”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在音乐作品构成上的自觉运用。如果我们只从乐谱来分析音响形态的话，中国

传统音乐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完整的。比如古琴音乐的记谱是“定谱不定音”，

只记录音高，不记录节奏和演奏速度；戏曲唱腔的记谱是“定板不定腔”，只记

录板式和锣鼓点，不记录旋律。这种看起来好像不完整的记谱方式其实正是中国

传统音乐“有无相生”的体现。那些在乐谱中并没有被记录出来的“无”的部分

正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奥妙之处，它们给演奏者提供了发挥个性的空间，也给欣赏

者留下了自由审美的空间。比如同样一曲《流水》，成公亮先生的演奏旋律优美，

婉转动人；管平湖先生的演奏古朴凝重、苍劲有力。这其实就是他们对于作品中

“无”的部分的不同处理所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于作品当中的“无”

才使得同样一首音乐作品能够和每一位演奏者都产生有机的关联，作品本身也因

此具有了千变万化的动态感。传统音乐中的这个“无”就好像绘画中的留白一样，

能够给每一位欣赏者提供一种个性化的审美空间，使作品与每个人都产生有机的

联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普遍联系的世界观在艺术作品上的自觉运

用。这对于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的理论建构以及实践运用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那么，为什么音乐作品当中的“无”能够起到如此巧妙的作用呢？关键就在

于意识的参与。中国传统音乐之所以在“声”的层面会专门保留一些“无”的成

分，就是为了充分调动意识的能动性，实现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的辩证统一。

一旦有了意识的参与，“审声”层面的“有无相生”辩证法就变成了“审音”层

面“音”与“心”、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关系了。以传统戏曲表演为例。传统

戏曲舞台的布景很简单，主要是一桌两椅，但在不同的情景下它们可以代表宫廷、

窑洞、闺房、梳妆台等不同的物体，为什么同一个道具能够代表千变万化的不同

对象？关键就是意识的能动性，是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意识相互作用，才使一桌

两椅变幻成为不同的场景。此外，戏曲表演中还会用挥动马鞭代表骑马、用摇动

船桨代表坐船，用跑圆场代表走了千山万水……这些都是演员和观众的主观意识

共同参与到艺术作品建构当中的结果。中国传统音乐常常给人一种“余音绕梁”、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其中的原理也是一样的，都是有意识地运用主客观

辩证统一原理的结果。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原理是马克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怎样

把这一理论运用于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没有直接

答案，但传统音乐美学的相关理论显然是具有直接启示意义的。 

如果说“审声”运用的是“有无”辩证法、“审音”运用的是主客观辩证法，

那么“审乐”层面的“物我两忘”和“天人合一”则是对于一切辩证法的超越。

如何超越辩证法？这就需要我们从辩证法的现实基础出发。辩证法的现实基础是

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现象，正是由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才会有辩证法

的出现，而解决了矛盾双方的对立性，也就超越了辩证法、获得了绝对自由，这

就是“审乐”层面讨论的问题。《庄子》中有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在说这



个道理3。庖丁最初解牛时，“所见无非牛者”，牛是牛、我是我，这就是心物之

间的二元对立；三年后，随着经验的积累，庖丁对于牛的肢体构造不再陌生，“未

尝见全牛也”，这时已经在一定程度消解了主客的对立性；十九年之后，庖丁再

解牛时，“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就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了。这个时候庖丁解牛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不需要任何感觉器官的帮助，

因为牛不再是心外之物，心物完全融为一体了。这个原理在中国音乐艺术实践中

得到了最为普遍的运用。以古琴为例，古琴演奏有一套系统的技术标准，包括坐

姿、呼吸、左右手的各种指法等，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意味着各种束缚，此即是

物我二元对立的表现；当演奏者通过十几年的学习和磨练之后，所有技法都了然

于胸、化于无形，古琴对他来说就不再是一个对立的客体，而是身体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了，这就进入了古琴演奏的自由境界，也就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传统戏曲表演，包括书法、绘画等艺术也都存在类似现象，它们都可以归属于“审

乐”的范畴。这种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层层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称之为“否

定之否定”，它和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实践论”和“方法论”

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当中尚未形成完善的音乐美学理论，而传

统音乐美学已经将之广泛运用于艺术实践了。所以传统音乐美学中的“审乐”理

论同样有助于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的理论建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并

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

国传统文化之间虽然采用了两套不同的学术语言，但在内容实质上却有着极大的

相通性。无论是普遍联系的世界观、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还是“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的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都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只不过马克

思主义作为一种近代产生的新兴理论，尚未形成完善的音乐美学体系。因此在这

个意义上，充分吸收和转化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来建构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音

乐美学理论是完全可行的、有效的方法和路径。以上所举“审声”“审音”“审乐”

之理论也仅为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的沧海一粟，更为深入的研究仍有待于学界的

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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